
西方文化价值与政治发展

林　 曦

一、 导　 　 言

西方文化价值，有其特定的时空语境和意蕴，它指的是在西方社会所具有

的文化价值观和理念，是西方社会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通过集体生活方式所

积淀和传承下来的特定行为模式、态度、判断和评价取向。为此，我们探讨其价

值观的目的在于从思想文化比较的角度，深入思考中国政治现代化的理论课

题，为建构和阐发我们自己的政治发展价值体系和哲学理论学说提供文化比较

视野。本文聚焦于政治层面上的西方文化价值，涉及如何把人组织起来、让大

家参与集体决议并付诸行动，以期实现某个特定的共同目标。本文所讨论的政

治发展，指的是从亚里士多德“人乃是政治动物”这一定义出发，通过一系列的

制度安排和设计，能够让个体在共同体的生活中更好、更加充分地表达和阐述

自己关于共同体目标和利益的观点，参与事关每个个体和共同体的集体决策过

程。更具体而言，本文所聚焦的，是西方文化价值在政治发展这一层面的展开：

历史进程中的政治发展如何体现了西方文化价值，而西方文化价值又是如何反

过来推动了政治发展。为了能够让我们的讨论以一种更加清晰的结构来呈现，

本文借助康德“目的—手段”论说，提出了“目的—手段—形式”的三元结构，来

讨论西方文化价值和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

每一种文化都会具备自身基本的价值观和价值理念。对于文化而言，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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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认为，它代表的是某个群体的集体生活方式，该生活方式是某一个人类社会

或者某几个人类社会的成员共同拥有的。在同一个文化内部，人们的行为是按

照可识别的模式来展开的，也就是对于不同种类的刺激，人们会有特定的方式，

在情感和思想上对这些刺激做出反应，七情六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不同的

文化会有不同的七情六欲的反应模式。①而一个文化所包含的基本价值理念，指

的并不是该文化如何去满足人的生物或者心理冲动及需求（比如食色②），而是

在社会层面上被创建的，也就是人为的那些需求之物（ｄｅｓｉｄｅｒａｔａ）。我们都需要

衣食住行才能延续生命，但是，我们衣食住行的方式，却是由文化来决定的，我

们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所处文化的产物，我们都是受到我们各自所处文化的约

束，很多时候可能是受约束而不自知。③我们在过生活的过程中，对于要采取何

种生活方式，要满足哪些需求和欲望，要努力去达成何种大家都承认的目标和

成就这些问题，我们其实是有很宽泛的可能性、选择余地，但是，我们怎么来进

行选择，就反映了那些基本价值理念。

我们可以根据人类活动来对价值观进行分类，比如，有关乎“生活目标”的

价值观，这个目标的核心是个体、社会制度、宗教或者其他群体；也有关乎如何

使用人类能量以及现实中的资源去满足现实的需求和要求的价值观，我们可以

称之为“经济和物质价值观”；对于那些关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价值观，可称之为

“社会价值观”；如果价值观是关乎把人组织起来，让大家参与集体决议并付诸行

动，以期实现某个目标，那么，我们可以称之为“政治价值观”；有些价值观关乎不

同体系的知识，会把某些种类的知识视为更有效，那这就是“知识论价值观”；另

外，还有关乎美学、实现美的事物的价值观（“审美价值观”），以及有关乎采取行动

以期更加圆满地实现这些基本价值观的一种元价值观（“行动价值观”）。因此，

我们做事情的方式、看待世界的方式、权衡选择的权重比例，这就是某一个文化

的价值模式，它能够让我们看到，在某个文化中，什么被认为是文明的体现。④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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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这样的一个分类标准，本文所讨论的西方文化价值就是西方社会在从古至今

的历史发展中积淀下来的特定生活方式和做出选择时的权重衡量思维方式，而

政治发展，则是要探究在西方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人们对于“政治”这一术语的

理解以及对“人如何实现在政治上的发展”这一问题的思考。为此，本文将首先

探讨，在西方文化中，人们对于“政治”和“政治发展”的相关理解。

二、 政治与政治发展

（一） 人作为“政治存在”的性质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的第一卷中就提到了“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①，

他甚至将这种政治性视为人和其他动物的区别。人必须要在城邦这样的环境

里面生存，如果个人因为某种原因而脱离了城邦，那么，他的政治性就丧失了，

他要么是“超人”，要么是“鄙夫”。而且，虽然其他动物也有很多具有社会性、群

居性，但是人会说语言；尽管动物也会发出声音，也发展出了自己的一套“语言

体系”，但是，动物所发出的声音只能表达基本的本能，而人类所使用的语言，则

是可以表达思想，更重要的是表达关于利弊、善恶、正义与否等思想。②而这些思

想，构成了人们对于何为良善生活的构想，凝聚成了某种善，而城邦就是为了追

求这种善而建立的共同体。③因此，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献身城邦事务的生活

（ｂｉｏ ｐｏｌｉｔｉｃｏｓ），这本身是一种自由的生活，可以产生美的言行。这主要是因为，

政治组织是所有自由人的自由和特殊的选择，不仅仅是某种出于必要（比如维

系生存）而让大家以有序的方式共处。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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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特沿着亚里士多德的思路，认为政治性的两个构成部分是行动

（ｐｒａｘｉｓ）和言说（ｌｅｘｉｓ），然后才产生人类事物（ｔａ ｔｏｎ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ｎ ｐｒａｇｍａｔａ）。在古

希腊，设立城邦主要是为了实现两个功能。首先，是让一件普通的日常事件变

成了极不寻常的事件：大家聚集在一起，出现了一个众人参与的“政治领域”，在

这个领域中，通过行动和言说，个体可以为自己赢得不朽的名誉，可以让自己的

身份变得独一无二，个体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去说服其他人来同意

自己的看法，从而影响公共决议的进程和走向；其次，政治领域保存了个人言说

和行动，创造了历史，不仅仅是当代人可以一起参与政治行动，更关键的是，可

以通过这样的一种集体记忆，让不同时代的人一起参与到“言语和行事的共享”

这一过程中。因此，古希腊的“城邦”，其实不仅仅是物理、实体意义上、有着边

界的空间，也是靠着一代代人通过言说与行动构建起来的一片集体记忆空间，

大家在这个空间内聚到一起，共享这片空间，而每个人，都有机会在公众面前露

面；而只有通过这种“在政治领域中的公开露面”，个体才能获得真正存在于这

个世界的 “真实性”。如果离开了这种参与集体记忆空间并在其中露面的维

度，那么，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感知，以及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意义和痕迹，就

好比个体在做梦，会失去它的“真实性”①。

那么，从发生学的意义上来讲，这种政治性又是如何产生的呢？自然人

的血肉，仅仅构成公民及其身份的生理基础，还远远不能使其被称为“公

民”。我们的公民及其身份和相应的权利、义务，是发生在我们的生命被

“政治化”之后。②通过援引阿伦特和福柯，阿甘本论述了人作为政治动物的

存在，本身是对“赤裸生命”的政治化过程。在阿伦特看来，言说和行动，构

成了我们人作为政治动物的核心特征，也是实现人从“赤裸的生命”转变为

“政治动物”的核心行动。通过词语和行为，我们把自己植入、插入人类世

界中，这种植入就像是第二次新生，我们确认了自己原初生理外表这一赤裸

的事实，就是我们的身体是生理性，然后变成了政治性，因为我们进入了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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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①从这一论述来看，公民其实本身指代的就是发生在人类世界、公共领域

里面的身份，它已经脱离了原初的生理身体，而是一个政治身体。所以，我们脱

离赤裸的生命，进入政治世界，成为一个政治意义上的公民，这就好比我们的第

二次新生，是和第一次新生———自然出生———有区别的。这种“第二次新生”包

含了一个激进的转型，代表了一种人为、非生理的开端，即我们进入了人类世

界，或者我们借此构建出了一个由人类组成的社会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我们

的一言一行、我们的公民身份、我们所进行的社会活动和政治参与，这一系列的

活动、行为、意识、心理等，可以统称为“社会事物”（ｒｅｓ ｓｏｃｉａｌｅ），和我们借由劳

动或者工作而构建出来的领域和事物有着本质的区别。在这个人类世界中，我

们可以对他人揭示自己的身份，而且，我们每个人是有名有姓的存在；换言之，

我们不仅是一具有机生命体，而且是在一个由人类组成的世界中有自我身份认

同的个体，我们还可以努力去成为这个人类世界中的某个杰出的“人物”。这种

公民身份和渴望拔尖的“心理动力”，是对我们生理身体的一个拔高、一种文化

附加，可以超越我们的生理身体。②

因此，这个政治场域、社会世界，是我们作为具有单个肉身的个体、聚集到

一起之后而开创出来的一个空间，这个空间最大的特征就是“肉身间性”（ｉｎｔｅｒ

ｃｏｒｐｏｒｅｉｔｙ）和“主体间性”（ｉｎｔｅｒ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这样的一种在复数身体之间产生

的“间性”，远远超过两具躯体的简单叠加，这其中还发生了更为实质性的相互

交叉和相互影响。在胡塞尔看来，这种“间性”最重要的一个表现，就是某个主

体超越了自己，进入了另一个主体。③“吾与汝”的两个身体并列在一起，发生了

“转移、交换”（ｂｅｒｔｒａｇｕｎｇ），通过这个转移、交换，行为相互关联到一起，两个人

就形成了一种相互指涉，产生了相互关联。胡塞尔认为，从我们遭遇他者的那

一刻起，所有类型的行为都会涌现出来，各种情感把我们绑定在一起、形成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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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关联的关系，让我们的主体和他人的主体绑定在一起，这样一种意识的交

汇，是主体间性共同体的基础，里面可以有不同的情感强度。①

在胡塞尔的现象学论述中，他以单数个体的身体体验为出发点，通过“悬

搁”和“还原”的方法，去探究这个世界在我们的意识中呈现的样态，这样一种方

法论，最经常招致的一个怀疑，就是它是否会导致唯我论（ｓｏｌｉｐｓｉｓｍ），以及个体

肉身的千差万别导致的在体验上的多样性、碎片化和缺乏统一性，这让我们如

何能够进行有效的沟通？对此，胡塞尔的解决方案，就是把单数的肉身奠基在

复数肉身组成的“主体间性”之上。按照胡塞尔的说法，我们在建构意义的时

候，在身体上，都需要事先去接触其他人的身体。他者的身体和自然世界中的

客体、对象是不一样的，不仅仅是因为他者也是具有鲜活生命的一具有机体，更

重要的是，他者还是与我们相似的平等主体，同样具有体验这个世界的能力。

因此，在复数的身体相遇的时候，我们和他者就形成了一种平行的联系，这种平

行的联系在我与他者之间创造出一种共同的感觉。在这个过程中，体验、感觉、

意义、意识等一系列现象学的“意向对象”（ｎｏｅｍａ），是在我与他者遭遇的过程中

在复数的主体之间产生的，由这些复数主体共同拥有和创造的结果。正是在这

个意义上，胡塞尔才论述说，存在“客观的对象、客观的内容”，它们之所以“客

观”，乃是因为这些是复数的主体共同创造和共有的对象，不以单数主体的意志

为转移。②

因此，在胡塞尔看来，从“吾与汝”（Ｉ ａｎｄ Ｔｈｏｕ）③的这样一个双数的主体间

性里面，可以诞生出更加复杂的社会关系形式，这种社会关系囊括了更多的主

体，在数量上是增多的，而且，其中的互动、交互也变得更加复杂，这种复杂性，

挑战了“唯我论”“自我中心论”以及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在笛卡尔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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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相关评论，参阅 Ｂｅｔｔｉｎａ Ｂｅｒｇｏ，“Ｈｕｓｓｅｒ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Ａ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Ｃａｒｌｋ Ｓｃｈｍｉｔｔ ａｎｄ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 Ｋｏｊèｖｅ”，ｉｎ Ｔｈｏｍａｓ Ｂｅｄｏｒｆ ａｎｄ Ｓｔｅｆｆｅｎ Ｈｅｒｒｍａｎｎ ｅｄ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Ｅｐｉｓｔｅｍｅ，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１９，ｐｐ．１２４—１２５。

相关论述，参阅 Ｅｄｍｕｎｄ Ｈｕｓｓｅｒｌ，Ｃａｒｔｅｓｉａｎ Ｍｅｄｉｔａｔｉｏｎｓ：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
Ｄ．Ｃａｉｒｎｓ ｔｒａｎｓ．，Ｔｈｅ Ｈａｇｕｅ：Ｍａｒｔｉｎｕｓ Ｎｉｊｈｏｆｆ，１９６０，ｐｐ．８９—９１，在第 ４２节和 ４３节的论述中，胡塞
尔尤其指出了自己理论框架对“唯我论”的反驳。

对于“吾与汝”的这一对关系，参阅 Ｍａｒｔｉｎ Ｂｕｂｅｒ，Ｉ ａｎｄ Ｔｈｏｕ，Ｒｏｎａｌｄ Ｓｍｉｔｈ ｔｒａｎｓ．，Ｅｄｉｎ
ｂｕｒｇ：Ｔ． ＆ Ｔ．Ｃｌａｒｋ，１９３７。



体系中，我们如果要到达一个超验自我，需通过一种排他的方法论路径，也主要

是通过单数个体上的自我来实现。①胡塞尔的主体间性挑战了这种自我中心主

义。在他看来，复杂、多数、多样的社会关系挑战了笛卡尔的假设②，这里面会出

现一个更高阶、带有复数性质的主体，这种主体所呈现出来的社会关系形式会

是“从双数个体到多数个体再到群体”这样一个在数量上层层叠加、递进的演

变，比如由小团体组成的社团，演进到城市政府统一治理下的城市共同体，再到

一个有着统一治理体系和地理疆域的国家，最后是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人类

命运共同体”③，这些都是超越了单数主体、更高层次的人格的范例，这些不同的

主体间性，都会具备一种自我，比如，国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具有一种“国家主

体性”（ＳｔａａｔｓＩｃｈ）④。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经由胡塞尔的建构，人从作为单数肉身的有机体，在

遭遇了他者之后，一步步地从双数主体间性过渡到多数乃至群体、共同体的主

体间性，因此，主体间性具有一种扩展性、延展性，是一种“超越个体、跨个体的

必然”（ｄｅｒ üｂｅｒ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ｅｌｌｅ Ｎｏｔｗｅｎｄｉｇｋｅｉｔ）。⑤这种扩展性，对于全世界的所有人

而言，皆是如此，因而，这种主体间性，是一种形塑了我们社会世界的力量。胡

塞尔看到，从“吾与汝”这样的一个二元结构里面，可以诞生更加复杂的社会关

系形式，从而逐渐过渡到一个超越了二元、包含了多元的“我们”，比如社团、城

市、国家乃至全球。这些集体自我和个人的自我是不一样的，国家的意志会去

引导、影响个人的意志，所以，这种从最初的两个人的主体间性开始，慢慢延展、

扩张开来，囊括更多的主体进来，形成了一种“超越个体、跨个体的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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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参阅 Ｒｅｎé Ｄｅｓｃａｒｔｅｓ，Ｍｅｄ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Ｆｉｒｓｔ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Ｗｉｔｈ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Ｒｅｐｌｉｅｓ，Ｍｉｃｈａｅｌ Ｍｏｒｉａｒｔｙ ｔｒａｎｓ．，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８。

参阅 Ｎ．Ｄｅｐｒａｚ，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ａｎｃｅ ｅｔ ｉｎｃａｒｎａｔｉｏｎ：ｌｅ ｓｔａｔｕｔ ｄｅ ｌｉｎｔｅｒ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é ｃｏｍｍｅ ａｌｔéｒｉｔé à
ｓｏｉ ｃｈｅｚ Ｈｕｓｓｅｒｌ，Ｐａｒｉｓ：Ｊ．Ｖｒｉｎ，１９９５，ｐｐ．２２３—２２６。

对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和理论内涵，参阅杨洁篪：《坚定

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　 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载《人民日报》２０２１年 ２月 ２１日；蔡拓、
陈志敏、吴志成、刘雪莲、姚璐、刘贞晔：《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下的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载《中

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６年第 ６期；刘同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创性贡献》，载
《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８年第 ７期。

Ｅｄｍｕｎｄ Ｈｕｓｓｅｒｌ，Ｚｕｒ 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ｅ ｄｅｒ Ｉｎｔｅｒｓｕｂｊｅｋｔｉｖｉｔｔ． Ｔｅｘｔｅ ａｕｓ ｄｅｍ Ｎａｃｈｌａｓｓ． Ｚｗｅｉｔｅｒ
Ｔｅｉｌ：１９２１—１９２８． Ｈｕｓｓｅｒｌｉａｎａ ＸＩＶ，Ｉ．Ｋｅｒｎ ｅｄ．，Ｄｅｎ Ｈａｇｕｅ：Ｍａｒｔｉｎｕｓ Ｎｉｊｈｏｆｆ，１９７３，ｓｓ．４０５—６．

Ｉｂｉｄ．，ｓ．４０８．



从而构建了我们的集体、共同体。胡塞尔的理论论述，为我们展示了如下的一

幅图景：人作为一个有机体，如何一步步地从自然世界步入社会世界。①个体是

通过一步步的发展，逐渐变成了所谓的“政治存在”。

（二） 政治发展的定义

在古希腊思想中，人的群居，其天然形式是家（ｏｉｋｉｒｉ）和家族，而政治组织是

特有的人类方式，因此，人就一分为二，一部分是私人生活（ｉｄｉｏｎ），一部分是公

共生活（ｋｏｉｊｏｎ），只有后者，才是满足人作为“政治动物”的政治生活（ｂｉｏｓ ｐｏｌｉｔｉ

ｋｏｓ）。②启蒙时代的思想家认为，我们之所以是群居的动物，乃是因为我们想要

保命，想要联合起来去对抗一个充满敌意的大自然。但是，胡塞尔不这样认为，

他争论说，人从天性来看，就是要过共同体的生活。因为和其他人共存是一种

能够令人愉悦的体验。所以，共同体是因为我们的本性需要，而不是因为存在

某些外在的限制或者出于某种巧合才出现。因此，人从根本、本性上来讲是一

定要以共同体为基础的，是群居动物。胡塞尔这里所提出的本性，其实指的就

是人的本能和生物性的驱动力，他提出过一个概念，就是“共生共同体”（ｓｙｍｂｉｏ

ｔｉｓｃｈｅ Ｇｅ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③，他认为这是在最低层次社会性、共同体层面上的一种

以本能为基础的共同体，比如，父母会关爱自己的孩子，个体在家庭中，会本能

地去靠拢和自己有肌肤之亲的性伴侣。④所以，按照胡塞尔的观点，我们首先是

在一种较为低阶层次的“共生共同体”（也就是家庭）里面成长，等到我们达到一

定的年龄，这个时候就具备了进入公共领域的相应准入资格，就可以一步步发

展起来，直至最终以一个完整公民身份的个体，进入政治领域，过上政治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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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关于“以个体自我的奠基”和“平行主体间性的体验”这两者之间的张力，参阅 Ｔｈｏｍａｓ
Ｂｅｄｏｒｆ ａｎｄ Ｓｔｅｆｆｅｎ Ｈｅｒｒｍａｎｎ，“Ｔｈｒｅｅ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ｉｎ Ｔｈｏｍａｓ Ｂｅｄｏｒｆ ａｎｄ Ｓｔｅｆ
ｆｅｎ Ｈｅｒｒｍａｎｎ ｅｄ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Ｅｐｉｓｔｅｍｅ，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１９，ｐｐ．３—４。

Ｈａｎｎａｈ Ａｒｅｎｄｔ，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Ｃｈｉｃａｇｏ；Ｌｏｎｄｏｎ：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５８，ｐｐ．２２—２６．

Ｅｄｍｕｎｄ Ｈｕｓｓｅｒｌ，Ｚｕｒ 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ｅ ｄｅｒ Ｉｎｔｅｒｓｕｂｊｅｋｔｉｖｉｔｔ：Ｔｅｘｔｅ ａｕｓ ｄｅｍ Ｎａｃｈｌａ． Ｅｒｓｔｅｒ
Ｔｅｉｌ． １９０５—１９２０，Ｈｕｓｓｅｒｌｉａｎａ ＸＩＩＩ，Ｉ．Ｋｅｒｎ ｅｄ．，Ｄｅｎ Ｈａａｇ：Ｍａｒｔｉｎｕｓ Ｎｉｊｈｏｆｆ，１９７３，ｓ．１０７．

相关评论参阅 Ｋａｒｌ Ｓｃｈｕｈｍａｎｎ，Ｈｕｓｓｅｒｌｓ Ｓｔａａｔ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Ｍüｎｃｈｅｎ：Ｖｅｒｌａｇ Ｋａｒｌ Ａｌｂｅｒ
Ｆｒｅｉｂｕｒｇ，１９８８，ｓｓ．５７—５８。



的生活，从而实现从低阶到高阶共同体生活的一个转变。因此，政治发展，其实

描述就是这样一个从低阶到高阶的发展过程。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追问，这样

的一种政治发展，胡塞尔似乎更多关注的是在个体层面上的发展，他并没有从

历史语境的角度，来分析这种政治发展究竟发生了怎样的一种变迁。古代希腊

所描绘的政治生活，和我们现代社会中所想象的政治生活，尽管关注的都是“人

作为政治动物”这一维度的存在，但是，肯定还是存在质和量上的天差地别。因

此，我们如果要讨论政治发展，一定要从一个长时段的眼光，来审视究竟在文化

价值观念层面上，我们在“人如何成为政治动物”这一政治发展的维度上发生了

哪些观念的变化和制度的变迁。

从定义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视政治发展为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目的在

于改善人的政治关系，或者那些涉及应用某些方面的权力的人际关系。①其实，

在涉及何为政治发展的理解之时，人们往往有一个规范性的假设，即“何为可欲

之事物状态”的假设，这里面包含了规范性的偏好和选择方案，以及“何为良善

生活”的构想，要想达到这样的良善生活，那就必须满足一些特定的物质和社会

幸福的状况，让这些状况得以存在的最低可接受水平，以保证这些状况得以实

现。这就是一种“最低限度可欲性的状态”（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ｄｅｓｉｒａｂｉｌｉｔｙ），从这

个角度出发，政治发展，就是这些状况、条件的发展，其前提是政治进程或者人

们有能力去表达自己的利益与偏好。此处的逻辑，就是我们必须先提出一个什

么是可欲的标准，然后，所谓的政治发展，就是从低到高，去逐步满足、实现这个

可欲的标准。因此，政治的进步，就是从一个较低水平的可欲状态，过渡到一个

较高状态的可欲水平，这就被称为“政治发展”。②

这样一种以变迁为视角的政治发展观，我们还可以从戴维·赫尔德在《民

主的模式》的论述中进行时间线的追溯。在《民主的模式》这本书中，我们可以

看到，赫尔德为对民主在历史进程中的演进归纳了一条隐藏的时间线。从雅典

时期的古典模式，到古罗马时期的共和模式，再到最终在西方国家盛行的自由

民主模式，这几个模式之间的演进，基本上代表了西方社会中政治发展演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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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Ｄａｍｉｅｎ Ｋｉｎｇｓｂｕｒｙ，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０７，ｐ．３．
Ｉｂｉｄ．，ｐ．８．



路线。在赫尔德看来，民主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所有政治领导人的共识，对民

主的信奉已经成为全球大多数国家的共同选择。因此，在西方社会中，政治发

展的首要任务就是厘清民主制度的发展历程。尽管赫尔德对每一种民主模式

进行比较研究，讨论其优劣短长，但是，这些模式为什么会在历史上呈现出时间

的前后顺序，这一点其实是赫尔德在书中所隐藏的一个预设，即假设民主模式的

更迭，代表了在时间上的一个演进或者递进关系，所以这几种模式之间的更迭，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体现为西方社会中政治发展的一个路径。而赫尔德在导论的

结束部分，也提到了他在写作这本书时力求对读者所进行的一个引导，那就是让

读者看到，民主模式是如何从一个范围较小的城邦，发展到了民族国家，并最终走

向了国际政治和全球范围。①因此，我们可以从这一理论脉络中，品出赫尔德的

一个隐藏目的，那就是勾勒出西方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政治发展的路线图。

最初在古希腊的民主模式中，随着“自由民”与“奴隶”“外乡人”这种社会

分野的出现，赋予自由民以政治参与权、议事权和投票权，是当初政治发展里面

的一个重要环节，当然，我们应当牢记，在雅典，所谓的“人民”仅仅由成年男性、

拥有财产的“自由人”组成，女性、儿童、奴隶和外乡人，这些都不属于“人民”这

一概念所包含的人群范围，也不享有参政议政的权利。在早期的雅典民主政治

中，其实已经体现了后来被西方社会所看重的诸多价值观念，比如公民平等、自

由、尊重法律、秉持正义等。②伯利克里在他著名的葬礼演说词里面，就提到了雅

典民主政治的一些特征，认为，雅典民主制度的核心就是权力是为全体人民共

享，而非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而且，“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条原则被用来指

导人际纠纷的解决，并且在公共事务中坚持以法律为准绳，敬畏和坚守法律，公

民对法律的服从，是因为他们看到了法律本身所代表的正义之品质，而不是因

为他们害怕刑罚，法律惩奸除恶、保护弱者；政府部门的公职选贤选能，对有能

力的人一视同仁，平等开放；国家事务，匹夫有责，每个人都会关心公共事务，对

政策展开讨论，并最终做出决策。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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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罗马时期，不少思想家在其著作中都提到了共和国如何服务于公民

的共同利益。在中世纪的欧洲，随着基督教被许多国家确立为正统的宗教，

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君权神授立场也被广泛接受为唯一合法的政治

理论。到了 １１ 世纪末期，意大利北部的许多城市，在教皇和罗马帝国的法律和

宗教控制之外，创立了自己的“执政官”制度，这种制度随后在 １２ 世纪演变成为

一个由管理理事会组成的政府形式，并让这些城市变成了实质上独立的城市国

家或者城市共和国。在这种政体之中，如同古代雅典，公民也是仅限少数的一

群人，大多是贵族组成，这导致了其他的一些阶层，比如商人和知识分子会动员

起来对抗这些由贵族组成的“公民”群体，从而导致了社会不稳定。尽管这些城

市共和国的政治发展进程不甚稳定，但是它们在中世纪的出现，却是为后世的

宗教改革和 １７、１８世纪的启蒙运动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养分，对近现代的民主政

治发展起到了广泛的影响。这些城市共和国的核心是自治，并且公民享有广泛

的参与国家治理与政府管理的权利；此外，这种参与要在宪法规定的框架之内

进行，法律本身对社会力量如何参与政治进行了非常详细而有效的限定。①赫尔

德在分析这一期时期的政治发展时提出了两种共和主义的说法。在他看来，这

一时期所体现的共和主义的思想，可以分为“发展式”共和主义和“保护式”共和

主义这两种，前者强调的是政治参与具有某种特定的内在价值，即促进人作为

公民的发展，而这样的一种发展，其实是通过政治参与来实现的，因此，在此处，

赫尔德是明确地把政治发展同政治参与联系起来。相比之下，“保护式”共和主

义则主要是认为，制度的安排主要是保护公民，所以，共和制度本身最大的价

值，就是体现在对公民权利的保护之上，这是从工具意义的角度对共和主义进

行解读。②启蒙时期不同学者的著作，对后来的美国建国和法国大革命都产生了

深远的影响。③

到了后来，新教改革挑战了教皇在欧洲的权威，促进了国家政权和宗教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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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之间的日渐分离①，使得国家的政治生活逐步从宗教控制中解脱出来；相应

地，个体也逐步地从教会的控制中解放出来，这激发了个体为“自身命运”而斗

争的动力，投身社会行动和政治变革，成为重新型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要因

素。公民与主权之间的关系通过启蒙思想家被进一步清晰化，全体公民即主权

者，而国家机关仅仅只是被人民选举出来、代表人民行使公权力的机构，主权被

抽象成为某个占位符，个人可以占据这个符号，但是永远无法将这个符号据为

己有。②此时的政治发展，则主要是强调人民作为主体对政治权力进行正当化和

合法化的功能，国家制定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各种政策，并要求在全社会范围

内得到公民的服从，这一切都是源于人民的“同意”③。因此，通过上述的时间

线追溯，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西方社会中，政治发展在“人作为政治动物”这一

维度上也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在现代社会所看到的一系列西方文化价

值，其实都是在这一历史演进过程中慢慢塑造而成，并与政治发展的过程相辅

相成、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作用，为此，本文的下一部分将对西方文化价值

与政治发展的关系进行论述。

三、 西方文化价值与政治发展

赫尔德在其书中断言，人们之所以要为民主制度进行辩护，民主之所以能

够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流政治模式，乃是因为，它最有可能帮助我们实现一些基

本的价值，这里面包括“公正的权威、政治平等、自由、道德的自我发展、共同利

益、公正的道德妥协、考虑到每个人利益的约束性政策、社会效用、需求的满足、

有效的决策”，等等，不一而足。④在这里，赫尔德强调，民主本身可以实现各种基

本价值或者利益，而这些价值或者利益构成了西方文化价值的核心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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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无意对这些价值逐一进行概念上的说明，而是希望通过“目的—手段—形

式”这样的一个三分法，来对政治发展中所体现的西方文化价值进行一个简要

的说明。本文之所以要进行这样的一个三分法，乃是受到了康德的启发。如果

我们按照康德的思路①来讨论在政治发展中“目的—手段—形式”之间的关系，

那么大抵可以做一番理论上的推演。政治发展并不是要去复述、复制某个固定

的教条或者理念，而是要通过一些特定的手段和形式，来促成某种目的的实现。

所以，在政治发展这一维度上，它既是一个具有高度目的性的活动，也是一个注

重手段和形式的人类有意识的建构行为。正因为政治发展是发生在人类社会

之中，而不是发生在自然界，所以，就需要人们去进行一番人为的制度建设和安

排，以期实现原先定下的目标。政治发展是一个需要人们主动去制定目标，并

在此基础上精心设计相应的手段和形式，以确保该目标实现的一个整体性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过程。②为此，本节分为三个部分，分别就“政治发展的目的”

“政治发展的手段”以及“政治发展的形式”来进行讨论（如图 １ 所示），在各个

部分，本文将对其中所体现的一些主要的西方文化价值进行说明。

图 １　 “目的—手段—形式”三元关系结构

（一） 政治发展的目的———平等

在上述关于政治发展的定义之中，人与人结成共同体，实现在政治维度上

从“低阶共生”向“高阶共生”的逐步发展，除了同心协力、在面对自然界的各种

威胁之时拥有更大的生存机会（即霍布斯所言的“保命”需求）之外，更多的是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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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对人的潜力的挖掘，让个体可以在免受自然灾害威胁的情况下有机会和条件

去实现自己的潜力。按照金斯伯里的看法，个人的潜力有大有小，但是在政治

生活中，我们对基本状况的安排是，要让每个人都有条件，使得他们能够探索自

己的潜力，不能以任何不当的形式去限制个人探索自己的潜力。因此，政治发

展最核心的一个目的就是平等，这里涉及的是个体在政治上和法律上的平等，

即公民们都有机会去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并享有法律平等、无差别的保护。①

胡塞尔从现象学的角度，分析了个体是如何组建成一个共同体，并在其中拥有

平等的地位。在胡塞尔看来，个体走到一起，形成一个共同体，其实就是一个集

合了众人意志和行动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一个“意志的统一体”（Ｗｉｌｌｅｎｓｅｉｎ

ｈｅｉｔ）被创造出来，这种共同体的精神（Ｇｅ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ｓｇｅｉｓｔｅ）并不仅仅是我们想象

出来的东西。这样的一种精神的确是存在的，拥有实实在在的力量，能够推动

个体去做出共同的决策或者行为。②这种共同体的精神，一定是建立在所有主体

有意识的“同意”的基础上，而不能是基于暴力、武力或者胁迫而产生。③并且，

在这个共同体里面，订立契约的各方都拥有平等的权利，而这个共同体的意志

源于对共同目标的意志，故而共同体化的个体拥有平等的权利。他们订立了一

个契约，有加入的意志，那么，按照这个契约的规定，他们的地位、功能都是平等

的，并且平等参与这个组织或社会团体的日常维护工作，在共同体中他们拥有

平等表达意见和参与决策的权利。④

那么，政治发展里面所涉及的平等，又是怎样的一种平等？亚里士多德曾

经讨论过两种类型的平等：

平等有两种：数目上的平等与以价值或才德而定的平等。我所说的数

目上的平等是指在数量或大小方面与人相同或相等；依据价值或才德的平

等则指在比例上的平等……人们一致承认无条件的公正应根据价值或才

德而定，然而事实却是，在某一方面与人平等的人便认为在总的方面也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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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平等，在某一方面与人不平等的人就觉得自己在所有方面都与人不平

等。因此最可能出现的有两种形式的政体，即平民政体与寡头政体；因为

高贵的出身和德性毕竟十分少见，而财富和群众则数不胜数。在哪个城市

也难找到百名出身高贵之人，而富人（及穷人）却俯拾即是。在所有方面都

根据各自的平等原则来做安排并不是一件好事；事实的结果表明，这种性

质的政体无一能够长久存在。其原因在于，凡是立足于错误的起点就不可

能不落得一个共同的悲惨下场。由此可知，既应当在某些方面实行数目上

的平等，又应当在另一些方面实行依据价值或才德的平等。①

亚里士多德这里所讨论的“数目上的平等”，就是结果上或者实质意义上的

平等，要求的是在结果或者实质的层次上无差别的一种平等；另外一方面，“依

据价值或者才德的平等”，则是承认人与人之间的千差万别，进而把这种千差万

别纳入考虑，给这种千差万别设置一个比例，来进行资源的分配，这样才被认为

是符合公正的原则。

但是，在另外一个段落中，亚里士多德又似乎倾向于认为，只有“依据价值

或者才德的平等”，才是唯一能够使得城邦保持长期和平和社会稳定的因素，

“唯一持久的政体只会是建立在依据价值或才德而定的平等原则之上的政体，

人人都享有其应得的那一份权利”②。在亚里士多德的笔下，公民共享或者分享

统治的权力，共同参与统治的实践，这样的一种，首先会在经济上得到补偿，即

公民不至于因为参与政治活动、无暇顾及经济活动而导致自己在经济上陷入窘

迫的境地；其次，在程序设计上，公民就公共事务进行决策的时候，每个人的投

票能力都是平等的；再次，所有的公共部门里面的职位对公民都是平等开放的，

每个人皆有机会进入公职部门担任行政官员，行使统治权。③故而，“平等就是对

所有同等的人一视同仁”④，这里亚里士多德强调，平等就是对所有同等的人实

行平等（结果平等），对不同等的人实行有差别对待（按比例平等）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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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４年版，第七卷，第 ２５７—２５８页。



具体到政治进程，平等的体现就是公民们轮番执政、分享城邦的治理权。

“在大多数共和制城邦，市民们轮番为治，在这里市民在本性上是平等的，没有

差异。”①亚里士多德还提出，“甚至在自由人以及与其地位相同的人之间这个

原则也必须维持，因为他们不可能全都成为执政者，而必须在年底或其他时期

或以某一相继秩序轮番为治”②。在这里，亚里士多德主要是强调，自由人一定

要轮流执政，在某一个时间段，不可能所有人都是执政者，但是，可以大家轮流

来行使自己的执政权；在一个长时间段之内，实现人人都可以执政，因为市民天

生平等，所有人都要分享到治理权，这样才是公平的。正因为如此，亚里士多德

会继续说：“政治的统治方式也是这样，公民政治依据的是平等或同等的原则，

公民们认为应该由大家轮番进行统治。其更原始的根据是，大家轮流执政更加

符合自然；而且，正如一个人起先作为统治者为别人的利益着想，别人也会为他

的好处着想。”③这里亚里士多德甚至用到了“轮番进行统治……轮流执政更加

符合自然”的表述，这里的“符合自然”，实际上代表了一种通过“自然”来为人

类社会的行为或者制度设计进行合法化或者提供合法理由的证成方式。在另

外一个段落中，亚里士多德同样用到了“自然”来对自己的观点进行证成。“对

于彼此同等的人们而言，高尚和公正存在于共有的部分之中，这就是同等或平

等。而对平等的人施以不平等，或对同等的人施以不同等，都是有悖自然本性

的。偏离自然本性的事物绝不会是高尚的。”④并且，“在由彼此平等的人组成

的城邦中，一人凌驾于全体公民之上，对某些人来说就显得有悖于自然。他们

认为，天生平等的人按照其自然本性必然具有同等的权利和同等的价值。因

而……人们认为统治者并不比被统治者具有更正当的权利，所以应该由大家轮

流统治和被统治”⑤。所以，在这里，亚里士多德认为，平等的自由人，在政治上

就应该轮番执政，共享政治权力。

我们应当看到，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在平等的人之间适用平等、对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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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九卷·政治学》，颜一、秦典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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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则进行区别对待”的原则，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古代雅典民主制度在

平等这一维度上的排他性和局限性。从现代的观点来看，这种制度安排只接受

占全体人口比例很小的一部分人群（“自由人”）作为公民，并且，这是一个典型

的成年男性文化，带有非常鲜明的父权制特征，女性没有参政议政的权利。对

于占人口大多数的“移民”或者“外乡人”以及一个数量庞大的“奴隶”阶层而

言，他们并没有任何公民的权利。①

这种排他性和具有很大历史局限性的平等观，在西方社会随后的政治发展

中，被基督教的平等观给取代了。在中世纪的欧洲，随着基督教被确立为正统

的宗教，许多地方也会接纳基督教相应的箴言，比如“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样

一个信条让一个贫富差距比较大的社会的全社会成员相对而言能维持一个形

式上的平等。按照这一信条，没有人能拥有超过其他人的道德或者政治权利，

尽管在物质条件上大部分人都是挣扎在温饱线上，仅有少数人能够享有物质上

的充裕，但是，在小型、相互分开的群体内部，还是可以实践这些平等的价值，而

在全社会层面上，所谓的“人人平等”，顶多只能是一个愿景，而难以成为一个真

正的现实。②比如，这一时期的马西利乌斯就赞同古代雅典式的民主和亚里士多

德对公民的定义，认为应当把公民的范围限制在全体人口中的一小部分人，男

孩、奴隶、外国人、妇女都被排除在外，只有那些拥有公民身份的成年男性，才能

参政议政，并借此实现共同利益。并且，公民广泛地参与到政治治理中，这种情

形只能适用于小规模的国家，比如在意大利的城市共和国。③

在启蒙时期的欧洲，卢梭则是从谱系学的角度，论证了平等在人类社会政

治发展过程中的必然性。在卢梭看来，在自然状态中，人人处在绝对平等的状

态，没有谁能够凌驾于他人之上，所有人都过着离群索居且不受打扰的生活。

但是，在面对危机重重的自然界之时，个体的力量显得如此地渺小，个体无法独

自面对生存所带来的种种挑战，比如自然灾害，而且未经改造的自然环境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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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了未知的风险和威胁，这迫使人们去思考，要结束这种自然状态，必须形成

人与人的共同体，并创建各种制度来规定人际交往。只有建立这样的一种合

作，才能让人类作为一个种族得以繁衍下去，因此，人们制定了“社会契约”，以

默认或者公认的相互理解以及一致意见为基础，创造了法律，并形成了政治共

同体。①在平等这一维度上，卢梭主要是赞同一种形式上的平等，即人人在法律

面前拥有的各项权利平等。卢梭当然也意识到，这种形式上的平等，有可能在

现实中沦为空谈，因为现实中总是存在由于财富、权利和社会地位悬殊而导致

的巨大的不平等。卢梭远没有激进到认为，必须通过“均贫富”来达致一个数量

上的绝对、实质平等，恰恰相反，他承认私有财产的权利。但是，他对这种因为

财富和权力而导致的不平等又做了一个限制，认为这种不平等不应当对公民维

持个人人身安全和思想独立所需要的财产数量造成严重影响，换言之，不平等尽

管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客观存在的，但是，不平等只有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时才是

可接受的，这样的一种范围，就是“没有一个公民可以富得足以收买另一个人，也

没有一个公民穷得不得不出卖自身”②，因此，卢梭在论述平等的时候，已经深刻

意识到，不平等只有在不对公民保持自身的独立性、自主性、自律性造成不良影

响时才是可接受的。换言之，对于公民的政治发展而言，不平等必须被控制在

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那就是保证每个人都能行使自己的公民权，都能参政议

政，保持自身的人身安全和思想独立。尽管卢梭的平等观念比起之前的学者有

了一个长足的进步，但是，实际上，卢梭还是对平等适用的人群，或者卢梭笔下

的“人民”，进行了一个范围和资格的限定，比如妇女和穷人被排除在外。③

自从工业革命以来，进入现代之后，政治发展的方向就是进一步打破古代、

中世纪和启蒙时期在平等维度上的藩篱，换言之，此前思想家所宣称的针对特

定人群限制其权利的（不）平等观，在现代社会中，基本上已经被形式上的法律

和政治平等给取代了。在当代，个体只要是某个民族国家的公民，几乎就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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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差别地享受法律对其权利的保护和表达自己政治诉求的机会，而不再因为自

己的性别、经济地位、种族、教育背景等属性而让自己的个人权利在形式上受到

限制或者制约。①在政治思想中，罗尔斯还希望让这样一种激进的平等立场贯穿

整个政治发展的全过程，这集中体现在罗尔斯所提出的“原初立场”（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ｐｏ

ｓｉｔｉｏｎ）这一思想实验中。在这种原初立场中，人人是平等的，这对应于社会契约

论中的自然状态，但是，这并不是说，这种原初立场在历史上真的存在过，或者

是我们能够在原始人当中发现；恰恰相反，它就是一个纯粹被假设出来的情景，

目的是让大家能够达成一个正义的构想。在这一情景中，大家都不知道自己将

来在社会中所拥有的各种资源的情况是如何的，比如阶层或社会地位、财富、力

量、智力水平等。罗尔斯甚至还假设，在原初立场中，各方都不知道自己对善的

构想或他们具体的心理倾向，这就保证大家都不会因为自然禀赋或者社会情境

的偶然性，而造成人与人天生的不平等；在原初立场中，所有人都是绝对平等

的，并且，每个人都没法设计规则来为自己谋私利，这就好比众人聚集到一起，

来商量玩一个游戏，但是需要先制定游戏规则，因为所有的玩家都不知道将来

自己会在游戏当中要扮演什么角色，如此一来，在设计游戏规则之时，他们就会

尽量保证正义与公平，因为这样对于每个玩家而言才是最有利的。在这样一种

绝对平等的原初立场之中，大家所得出的正义原则，就是公平协议或讨价还价

的结果。在这个思想实验中，罗尔斯其实对原初状况中的个体预设了三个条

件。首先，个体对于善的理解不同，即每个人要追求的目标不一样；其次，他们

都是拥有理性思考能力的个体，并且这些个体都具备正义感。满足了这三个条

件的个体，在原初立场中，可以规避因为“自然禀赋的不平等”（比如智力、体力、

天赋等）以及“社会偶然性而导致的不平等”（比如阶层、地位、家庭背景等）带

来的不利影响，而只是完全平等地参与这个政治协商的过程，去讨论何为正义

并设计相应的规则、规章和制度。②

尽管这种形式上的平等在现代政治发展中被扩大到了无差别地包含所有

的公民，但是，思想家们仍然意识到，光有形式上的平等，对于整个政治生活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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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仍然是不够的，因此，在形式平等基础上，还必须对实质的不平等进行一个

调控。卢梭所提出的“要把不平等限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也同样被当代

的思想家给继承了下来。德沃金就一直强调，平等除了在机会上的平等，同时，

在资源分配和再分配的层面上，也必须要保证有一定程度的平等，否则平等就

失去了其应有之义。①相似地，罗尔斯也针对这种不平等提出了一条分配原则，

在他看来，经济社会的不平等只有在对弱者进行补偿的情况下，才是正义的，因

为道德直觉告诉我们：社会合作是要让大家一起受益，因此，利益分配必须得到

所有人同意，包括弱者；而要想得到弱者的同意，就必须也要改进后者的状况，

这样才能促进所有人的福利，这样的正义构想，才能消解由于自然禀赋和社会

经济状况而造成的不平等。因为这两种不平等从道德视角来看，都是专断、任

意的，谁都不愿意成为这两种不平等的承担者。因此，在一个“正义即公平”的

社会里，政治发展的安排，一定要对弱者有补偿机制，这样才是一个能保证人人

都会同意的正义原则。所以，罗尔斯在此处其实是排除了那种多数人即可通过

的多数制原则，而是强调所有人都要一致同意，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前提要求。

如此一来，就相当于强制要求所有人一定要找到一个人人都可以同意的共识，

这个共识要求得到强者弱者的一致同意。因此，我们要制定一个让弱者也能受

益、同意的原则，那就是“让不平等只有在对弱者有利的情况下才是可接受”的

补偿原则。②

在政治发展之中，伴随平等这一西方文化价值出现的，还有以个体的福祉

和发展为本位的个人主义价值理念。西方价值观强调个人主义，这一点也是从

基督教的一些理念而来，比如基督教强调个人的尊严、权利、义务和责任，为个

人的政治发展提供了一系列的理论基础，会强调人比规则、规范更重要③；而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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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ｈｎ Ｒａｗｌｓ，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ｓｓ．：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１，
ｐｐ．１４—１５．

比如在《圣经·马太福音》１２：１０—１２中，有人问安息日是否可以治病救人，耶稣回答说，
人的生命价值无限，当然应该救治，而不必拘泥于节日的规定；在《马可福音》２：２７—２８之中，耶稣
强调，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而不是反过来，因此，治病救人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墨守成规的机械

性。参阅《圣经》（和合本），上海：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 ２００７版，新约第 ２１、６５页。



过一系列政治发展，这种个人主义的倾向，可以在政治和法律的制度安排中得

以体现，西方社会非常尊重个体，确定了个人的权利，里面有自然法的影响，人

有自然权利，包括生命、安全、财产等，国家的创建就是为了捍卫这些权利，如果

有人想要剥夺自己的权利，那么人们有权诉诸武力进行反抗。①

（二） 政治发展的手段———沟通

在政治发展的过程中，人与人之间保持理性的沟通，这被视为推动西方社

会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在古代雅典，伯利克里在其葬礼演说词里面所提

到的雅典民主政治生活中公民会就公共事务进行“适当的讨论”，这样的一种讨

论，就是强调人人都有发言的权利，能够自在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并且就公共事

务展开无限制的讨论。②这样的一种沟通，是要求大家即便彼此的政治理念不

同，也要通过彼此的互动，通过畅所欲言的形式，来形成对善的某种理解和共

识。所以，这一过程要求的，就是人们针对公共事务所做出的决议、政策和法

律，必须建立在能够让所有人或者大多数人信服的基础上③，这就对公民在公共

事务的讨论中所提出的各种主张、要求和声明的说服力，提出了很高的标准，如

果这些主张的说服力并不能够达到以理服人的程度，那么，它们就无法在公共

事务的讨论中获得一席之地。

而到了近现代，沟通理性在政治发展中的体现，主要可以从哈贝马斯的历

史政治学研究中看到。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在 １７世纪的欧洲开始逐步出现了

以启蒙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公共领域，比如在法国，各种沙龙是市民阶层喜欢聚

集和谈论国家大事的场所。在同时期的英国，在光荣革命之后，随着皇室在公

共生活中地位的下降，各种新兴的城镇崛起，在这些城镇中心，涌现出了大量的

咖啡屋和沙龙，这些都是可供人们聚集和进行批评性讨论的中心地点。人们聚

集在这些场所，最开始是文学沙龙性质的聚会，讨论各自所读到的流行小说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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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一说服力的讨论，参阅 Ｃ．Ｆａｒｒａｒ，“Ａｎｃｉｅｎｔ Ｇｒｅｅｋ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ｓ ａ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Ｄｅ

ｍｏｃｒａｃｙ”，ｉｎ Ｊ．Ｄｕｎｎ ｅｄ．，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Ｔｈｅ Ｕｎｆｉｎｉｓｈｅｄ Ｊｏｕｒｎｅｙ，５０８ ＢＣ ｔｏ ＡＤ １９９３，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２，ｐ．３８；Ｄａｖｉｄ Ｈｅｌｄ，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Ｐｏｌｉｔｙ，２００７，ｐｐ．１４—１５。



者文学作品，而后话题逐步扩大，逐渐转移到了政治领域，人们对国家大事、公

共政策、法律规章制度等展开批评性的讨论。在 １８ 世纪的前数十年，伦敦已经

开了 ３ ０００家的咖啡屋，而在法国，沙龙也开始盛行，最初是贵族与上层资产阶

级碰面，他们会从文艺批评转入政治经济方面的讨论。在法国，贵族、上层资产

阶级、知识分子本着平等自主的精神，在这些沙龙上进行口头辩论，也有人会以

书面的方式参与讨论，许多知识分子或者作曲家会将新写出来的文章或者新谱

写的乐曲，在这些沙龙上亮相。在德国，各种文学团体（比如 Ｔｉｓｃｈ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ｅｎ

与 Ｓｐｒａｃｈ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ｅｎ）也发挥着相似的功能。在这里，资产阶级与贵族平等交

往。这些不同的团体、聚会尽管在形式上千差万别，但是它们具有一些共同的

特征。首先，这些团体中的社会交往并不是假设人人地位平等，而是在这些团

体之中，社会地位不会成为评判某个人观点的考量因素，人们并不在乎来参与

这些活动的人在社会地位上的千差万别。在这些团体中，人们来参加这些活

动，主要是为了就各种议题进行辩论，因此，在一个以讨论和思想交锋为主的智

性空间内，人的其他社会属性（比如在政治、经济或者文化上的差别）所能发挥

的影响力就全部被降到了最低。在这种智性空间中，众人只关心哪位参与者的

主张或者意见更好、更有理有据、更具说服力，这基本上打破了人们由于社会等

级而形成的各种“交往藩篱”。由于参与者只关心论点的说服力程度，因此，在

共同人性这一点上，参与者加入了一个“理性辩论共同体”，在这样的团体内，人

人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并且，经由论辩与交锋，众人能对自己的理性辩论技巧

进行训练和提升。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此前未被质疑、未经理性辩论检验的领

域，就被问题化了，之前大家会想当然地接受的某些“事实”，这时也被拿出来进

行讨论和辩论。比如，在中世纪时期，教会和皇室垄断了许多政治、经济、文化

和艺术领域中的解释权，对于许多事物的看法和观念，都是借由官方或者教会

的渠道，直接“灌输”给民众；但是，到了启蒙时期，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生产方式

的崛起，这种垄断权受到了挑战，文化商品被世俗化了，与其他的信息一道，都

要进入市场经济的机制之中，相互竞争，去争取大众的注意力和“眼球”。文化

和艺术的商品化，带来最直接的一个结果，就是所有的文化和艺术成品，都必须

要直接面对大众、面对市场，而随着文化和艺术供给的增加，大众也需要尝试着

在更加丰富的信息商品世界中去进行甄别，去主动寻求和解释文化的意义。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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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和艺术商品的相互竞争，客观上推动了公共领域中人们就各种议题所进行

的理性辩论，为了提高自己作品的受关注程度，作者就必然要在说服力这一维

度上做更多的努力和尝试，所以，到了启蒙时期，政治发展的一条主线，就是理

性辩论的崛起。①

哈贝马斯通过对文化与艺术的在公共领域中的商品化这一过程进行描述

来说明这一理性辩论在公共生活中的崛起。在启蒙时代，剧院、音乐、绘画、展

览、博物馆等公共设施的相继开放，让那些原本被皇家、贵族和教会垄断了欣赏

权限的文化与艺术品，进入普罗大众的视野，直接在市场机制中相互竞争。这

些公众场所定期举办各种展览，每位去参加这些展览的人，皆可品头论足。而

博物馆则是把老百姓对文化与艺术品的品鉴制度化了，众人通过讨论，真正让

文化与艺术“走入寻常百姓家”。并且，随着印刷技术的革新，市面上涌现出了

众多的小册子、印刷品，可供人们发表自己的看法，相互进行讨论和批评，捍卫

或者批驳不同的文化和艺术流派及理论。沙龙、咖啡屋与博物馆展览产生了联

动，并通过各种小册子和印刷品形成了一个公共讨论的空间，这为后来出现的

职业文化和艺术批评家、评论家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这些人最初是在沙龙

中露脸、博取知名度，后来则是通过印刷品来在普罗大众读者中扩大自己的影

响力。通过这些文化与艺术批评，公众对于文化与艺术品的品鉴走上了一条制

度化、组织化的道路，艺术批评家、评论家作为一个新职业就应运而生。这些人

视自己为公众的耳目，他们不向任何世俗的权威低头，不会仅仅因为某个作品

是出自权威之手就降低自己的评判标准，他们既不媚俗也不会谄媚权威，完全

仅凭自己的品鉴能力和水准来一较高低。在这样的一种公共讨论空间中，众人

只看谁的观点更有说服力、更加有理有据。而且，评论家在参与辩论的时候，有

时会诉诸老百姓的道德直觉判断来为自己辩护，这里体现了文化和艺术批评家

的两重性。一方面，他们引领大众，另一方面他们又诉诸大众、回归大众。从严

格的意义上讲，这其实很难说是一个专门的职业，评论家作为一个私人个体，与

其他私人个体一样，都仅仅是在表达自己的判断而已。只不过批评家在表达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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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观点的时候，客观上发挥了一个“意见领袖”的功能，因为有观众、听众或者读

者来听取他的意见。这些受众群体，就不单纯是在沙龙、咖啡屋等这些物理、实

体的空间，同时，大家还借助因为印刷技术革新而勃兴的印刷市场形成了一个

“阅读空间”，所以，批评家开始拥有了潜在的读者和受众群体。而且，到了 １８

世纪中叶，随着各种学会的组建和创办，这些学会出版了自己专业领域内的期

刊和通讯手册，这对科学研究的发展是一个巨大的推动。文化与艺术批判也借

助这种期刊形式，把这些发表阵地当成自己主要的载体，其他的人文社科研究，

也都与文化与艺术批评相伴成长、互相促进。因此，通过这样的一个“理论性辩

论空间”，人们的理论辩论能力得到了形塑、磨练和切磋，公众由此获得了启蒙，

并且，这一启蒙的过程是不间断、持续的一个历史进程。①

沟通之所以在西方社会的政治发展中起到了如此之大的作用，主要还是在

于思想家认为，语言是人从自然状态过渡到社会状态必不可少的媒介物。在胡

塞尔看来，人类社会最先是从自然—本能生长出来的人的联合体，其实指的就

是个体之间的联合。在最初的时候，这个联合体还没有出现社会行为或者社会

行动，尽管个体和行为是相互关联的。胡塞尔认为，如果我们要开展个人行动，

那么，作为一个个体，在此处我们必须首先具备一些前提条件，比如，我们要形

成一个相对稳定的意志。而且，这些意志必须得通过有意识、清晰的表达来体

现，让别人、他者可以感受到，能够理解我们的意志。这样的一种表达事件，必

须通过语言这一媒介来进行，主要的形式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只有通过这

种方式，我们才能建立起某种社会性。因此，语言在这里发挥了一个基本的功

能，就是它让不同的个体相互之间产生了关联，这其中体现了语言的相互性，并

且，当一个个体言说的时候，这种言说是对多个主体开放的，语言让个体可以抵

达他者的自我。故而，这是一种基于沟通和传媒的共同体，通过语言来建立，在

言说中，我们建立了“吾与汝”的关系。②

实际上，哈贝马斯也是沿着胡塞尔的这一思路来强调语言对于人类社会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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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发展的重要性。在哈贝马斯看来，人类这个物种的延续，是因为我们大家在

社会中能够对彼此的行为相互协调，而这种协调是要通过沟通来进行。在生活

领域，沟通的目的在于达成一致意见，那么，这个物种的繁衍，就需要满足沟通

行动当中所包含的那种理性，亦即哈贝马斯所称的“沟通理性”（Ｋｏｍｍｕｎｉｋａｔｉｖｅｎ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ｔ）①。按照哈贝马斯的定义，沟通理性即是在所有的有效性主张之间，

存在某种未澄清的系统性相互关联，因此，我们需要用论证理论来解释这种关

联，把其中的合理成分说明白。而所谓的论证，其实指的就是个体提出各种可

能带有争议的有效性主张，参与者对这些主张进行主题化，大家希望通过论断

来证实或批评这些主张；而论断则是包含了各种理由的一种判断，该判断会系

统性地把这些理由和某个有争议的表达之中所包含的有效性主张联系在一起。

一个论断的“说服力”，就是看给出的理由是否充分，即看该论断是否能够说服商

谈中的其他参与者，促使他们接受该有效性主张。哈贝马斯还援引图尔敏等人的

说法来说明，任何人参与辩论，都会力求让自己的观点、论断或者主张看上去有理

有据，也就是他必须要举出理由来进行证实或证伪。他如果对辩论是持开放态度

的话，那么，他要么承认别人说得有道理而自己接受这些道理并以此修正自己的

观点，要么他就应该回应这些理由，做出合理的反驳和批评，这就是一种理性辩论

的态度。与此情形相反，如果他对辩论装聋作哑，那么，他要么无视别人的理由，

要么就是用教条式的断言来回答这些理由，这就不符合理性辩论的原则了。②

所以，在哈贝马斯看来，在人进入到政治领域的过程中，个体的意图和利

益、欲求和感受，并不都是专属他自己一个人的，恰恰相反，这些感受、意图本

身，一定是与语言和文化捆绑在一起的，人作为一个物种，一定是可以通过沟

通，对自己的意图和感受进行阐释、讨论和改变的。因此通过沟通这种行动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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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ｉｅｒｕｎｇ，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 ａｍ Ｍａｉｎ：Ｓｕｈｒｋａｍｐ 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８１，ｓ． ８，３８，７２，１１４，
５２３，５２５；相关评论参阅 Ｔｈｏｍａｓ ＭｃＣａｒｔｈｙ，“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ｓ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 Ｊüｒｇｅｎ Ｈａｂｅｒｍａｓ，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Ｖｏｌｕｍｅ １：Ｒｅａｓ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ｅｔｙ，Ｔｈｏｍａｓ
ＭｃＣａｒｔｈｙ ｔｒａｎｓ．，Ｂｏｓｔｏｎ，Ｍａｓｓ．：Ｂｅａｃｏｎ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４，ｐ．ｉｘ。

参阅 Ｊüｒｇｅｎ Ｈａｂｅｒｍａｓ，Ｔｈｅｏｒｉｅ ｄｅｓ ｋｏｍｍｕｎｉｋａｔｉｖｅｎ Ｈａｎｄｅｌｎｓ，Ｂａｎｄ １：Ｈａｎｄｌｕｎｇｓ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ｔ
ｕｎｄ 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ｉｅｒｕｎｇ，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 ａｍ Ｍａｉｎ：Ｓｕｈｒｋａｍｐ 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８１，ｓ．３８；对于图尔敏
等人的看法，参阅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Ｔｏｕｌｍｉｎ，Ｒｉｃｈａｒｄ Ｒｉｅｋｅ ａｎｄ Ａｌｌａｎ Ｊａｎｉｋ，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Ｌｏｎｄｏｎ：Ｃｏｌｌｉｅｒ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１９８４，ｐ．１４。



者沟通理性本身，语用行为（ｉｌｌｏｃ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ａｃｔｓ）包含了一种理性的约束力，它们内

在地和理性联系在一起，因此，不用通过武力，不同的主体通过洞见、商谈，就可

以达致对这些语用行为的承认。个体可以通过语言，和别人达成主体间性承

认，这一点对于政治发展很关键，政治上的调停，就是通过相互理解和承认来达

成主体间性。在哈贝马斯这一具有理想化色彩的图景中，人的政治发展，是更

为坚实地扎根在人“通过语言来达到种族繁衍”的这一形而上学基础之上。①在

这个层面上，我们所有人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都会遵循一个认知的结构和规

则，即沟通能力不是简单地学习语法、遣词造句；恰恰相反，当我们在和他人进

行沟通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在和世界发生关系，在和其他主体发生关系，与其

他人交流我们的意图、感情和欲求。②因此，在政治发展中，语言是一种沟通手

段，其目的在于能够让个体达成共识，而行动者在达成如何协调彼此行动的共

识之后，追求的却是各自的具体目标。③

在西方社会的政治发展中，与这一沟通理性相匹配的文化价值，就是关于

程序正义的观念。罗尔斯提出了一种“不完美程序正义”（ｉｍｐｅｒｆｅｃｔ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的看法。为了说明这个概念，他列举了一个例子，比如刑事审判，有时候

大家都守法，都按照法律来执行，同时，这个执行的程序也是正当的，但是总还

是避免不了会出错。在这时，司法不公就不是因为人为因素而造成的，而是一

系列偶然因素的结合导致了没达到法律规则的目的。因此，罗尔斯总结这一不

完美程序正义的特点，那就是，虽然我们有独立的标准去判定何为公正审判，但

是没有牢靠的程序可以保证我们一定且总是达致理想的结果。但是，这并不意

味着我们遵循这个程序就是没有意义的，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我们对结果的不

可预期性，程序正义本身，哪怕它是不完美的，也因为它实现了人的沟通维度，

而值得我们在现实生活去遵守这一程序，并尊重经由这一程序而得出的结果。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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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相关评论参阅 Ｔｈｏｍａｓ ＭｃＣａｒｔｈｙ，“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ｓ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 Ｊüｒｇｅｎ Ｈａｂｅｒｍａｓ，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Ｖｏｌｕｍｅ １：Ｒｅａｓ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ｅｔｙ，Ｔｈｏｍａｓ
ＭｃＣａｒｔｈｙ ｔｒａｎｓ．，Ｂｏｓｔｏｎ，Ｍａｓｓ．：Ｂｅａｃｏｎ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４，ｐ．ｘｘ。

Ｉｂｉｄ．，ｐ．ｉｘ．
Ｊüｒｇｅｎ Ｈａｂｅｒｍａｓ，Ｔｈｅｏｒｉｅ ｄｅｓ ｋｏｍｍｕｎｉｋａｔｉｖｅｎ Ｈａｎｄｅｌｎｓ，Ｂａｎｄ １：Ｈａｎｄｌｕｎｇｓ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ｔ ｕｎｄ

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ｉｅｒｕｎｇ，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 ａｍ Ｍａｉｎ：Ｓｕｈｒｋａｍｐ 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８１，ｓｓ．１５０—１５１．
参阅 Ｊｏｈｎ Ｒａｗｌｓ，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ｓｓ．，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ｐｐ．８５—

８６，１９７—１９８。



（三） 政治发展的形式———制度

政治发展既然是关乎人从低阶共生到高阶共生的转变，那么，这中间就必

然涉及在制度上的安排，通过一系列特定的形式，让这种转变的发生得以可能，

并且巩固政治发展的成果，推进政治发展的进程。因此，制度作为一种形式化

的努力，在政治发展中也是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只有在与他人相处中，才

能获得自己想要的生活。所以，在政治发展中，人会创造制度和组织，把所有人

的努力全部都整合起来，去实现群体的目标。这些社会组织通常被称为建制、

制度。对其进行评价的标准就是看它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圆满地达成社会所欲

求的目标。如果能够促进那些基本价值理念，那么，这些制度会被认为是有价

值的。每个社会总有一些机制是旨在获得那些基本的目标。①在上述两节讨论

的政治发展的目的与手段所涉及的共同体，基本上依赖的是成员之间的平等协

作或者合作，其统一性主要是由一个共同追求的目的或者旨趣维系的。而按照

亚里士多德的看法，处在共同体里面的所有人，之所以是平等的，乃是因为他们

都要平等地服从去追求这个共同体目标的要求。并且，在古代希腊，一个小城

邦的公民们轮流执政和所有公民都参与的直接民主，在现代会遭遇很大的挑

战，尤其是对于人口数量众多、地域广袤、幅员辽阔的国家而言。因此，在制度

化的建设中，就会出现官僚机构和科层制。这种形式的共同体中，人与人之间

的关系就从前面所讲的平等协作和合作变成了服从与被服从。当然，这种服从

与被服从的关系，意味着个体要臣服于他人的意志，这可以是服从者有意识推

动的结果，完全是出于双方的自由意志。在共同体中，人们可以通过自由约定，

基于所有其他人的同意，由一个人来统筹所有的管理工作。这种统筹的权力，

要么是针对单个情况，要么是针对某一段时间内所有的决定。在这些情况下，

契约、约定都只是拥有临时的有效性，是可以撤销的。在政治发展中，平等公民

缔结契约，基于所有人的同意，选举、产生领袖，然后由该领袖来做出一些政治

上的抉择。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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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Ｓｈｅｒｐａｒｄ Ｂ． Ｃｌｏｕｇｈ，Ｂａｓｉｃ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０，ｐｐ．３３—３４．

Ｋａｒｌ Ｓｃｈｕｈｍａｎｎ，Ｈｕｓｓｅｒｌｓ Ｓｔａａｔ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Ｍüｎｃｈｅｎ：Ｖｅｒｌａｇ Ｋａｒｌ Ａｌｂｅｒ Ｆｒｅｉｂｕｒｇ，１９８８，
ｓｓ．７１—７３．



对于这样一种制度化的上下等级共同体道路，胡塞尔设想了一条进阶

路径，那就是从最初的村庄共同体，后来过渡到城市共同体（Ｓｔａｄｔｍｅｎｓｃｈｈｅ

ｉｔ），最后进阶到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政府（Ｓｔａｄｔｒｅｇｉｅｒｕｎｇ）。胡塞尔针对这

种上下等级共同体的政治发展路径，其实就是在一个大一统的国家框架里

面来讨论这种政治生活。①在胡塞尔看来，在村庄共同体中，有时候上下等

级是基于个体的人生阅历来构建的。比如，部落里面的年长者或者村长，因

为人生经验丰富，一般都被认为是权威的拥有者。在这个意义上，一个部落

就好比一个家庭，是一种“共生的家庭共同体”（Ｆａｍｉｌｉｅｎｇｅ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 ｉｎ Ｓｙｍ

ｂｉｏｓｅ）②。也正是因为胡塞尔在这里用到了“家庭”这个词，联系到此前胡塞

尔认为家庭乃是比较低阶的“共生共同体”这一观点③，村庄共同体在这一

政治发展的序列中占据的位置是比较低的。而在比较高阶的阶段，则显然

是比村庄更加复杂的共同体形式④，而这种共同体形式则是城邦和国家。

胡塞尔经常把城邦（Ｓｔａｄｔ）和国家（Ｓｔａａｔ）放在一起来考虑，城邦有了政府

（Ｓｔａｄｔ ｍｉｔ ｉｈｅｒｅ Ｒｅｉｅｒｇｕｎｇ），那就是一个国家实体（ｓｔａａｔｌｉｃｈｅｓ Ｇｅｂｉｌｄｅ）。⑤这

种共同体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产生凝聚力：其一是存在一个外来的威胁，其

二是共同的历史传统和记忆。具体而言，如果某个共同体的外围存在一个或

者多个外国侵略者对该共同体虎视眈眈，这种因为外来威胁而应激产生的危

机感，会成为共同体内部成员凝聚人心的一个因素。如果并不存在这种源自

外部敌人或者侵略者的威胁，那么，城邦就类似于一个“区域统一体”（ｌａｎｄｓ

ｍａｎｎ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ｎ Ｅｉｎｈｅｉｔ），主要是通过如下因素统一起来：地方历史、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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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Ｅｄｍｕｎｄ Ｈｕｓｓｅｒｌ，Ｚｕｒ 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ｅ ｄｅｒ Ｉｎｔｅｒｓｕｂｊｅｋｔｉｖｉｔｔ． Ｔｅｘｔｅ ａｕｓ ｄｅｍ Ｎａｃｈｌａｓｓ． Ｚｗｅｉｔｅｒ
Ｔｅｉｌ：１９２１—１９２８． Ｈｕｓｓｅｒｌｉａｎａ ＸＩＶ，Ｉ． Ｋｅｒｎ ｅｄ．，Ｄｅｎ Ｈａｇｕｅ：Ｍａｒｔｉｎｕｓ Ｎｉｊｈｏｆｆ，１９７３，ｓ．４０５．

Ｅｄｍｕｎｄ Ｈｕｓｓｅｒｌ，Ｚｕｒ 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ｅ ｄｅｒ Ｉｎｔｅｒｓｕｂｊｅｋｔｉｖｉｔｔ． Ｔｅｘｔｅ ａｕｓ ｄｅｍ Ｎａｃｈｌａｓｓ． Ｚｗｅｉｔｅｒ
Ｔｅｉｌ：１９２９—１９３５． Ｈｕｓｓｅｒｌｉａｎａ ＸＶ，Ｉ．Ｋｅｒｎ ｅｄ．，Ｄｅｎ Ｈａｇｕｅ：Ｍａｒｔｉｎｕｓ Ｎｉｊｈｏｆｆ，１９７３，ｓ．４１１．

参阅本文“政治发展的定义”一节中的论述。

关于村庄共同体和城市共同体之间的区别，参阅 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Ｔｎｎｉｅｓ，Ｇｅ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 ｕｎｄ
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Ａｂｈａｎｄｌｕｎｇ ｄｅ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ｍｕｓ ｕｎｄ ｄｅｓ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ｕｓ ａｌｓ ｅｍｐｉｒｉｓｃｈｅｒ Ｃｕｌｔｕｒｆｏｒｍｅｎ，Ｌｅｉｐｚｉｇ：
Ｆｕｅｓｓ Ｖｅｒｌａｇ，１８８７。

Ｅｄｍｕｎｄ Ｈｕｓｓｅｒｌ，Ｚｕｒ 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ｅ ｄｅｒ Ｉｎｔｅｒｓｕｂｊｅｋｔｉｖｉｔｔ． Ｔｅｘｔｅ ａｕｓ ｄｅｍ Ｎａｃｈｌａｓｓ． Ｚｗｅｉｔｅｒ
Ｔｅｉｌ：１９２１—１９２８． Ｈｕｓｓｅｒｌｉａｎａ ＸＩＶ，Ｉ．Ｋｅｒｎ ｅｄ．，Ｄｅｎ Ｈａｇｕｅ：Ｍａｒｔｉｎｕｓ Ｎｉｊｈｏｆｆ，１９７３，ｓ．２２０，４０５；
Ｚｕｒ 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ｅ ｄｅｒ Ｉｎｔｅｒｓｕｂｊｅｋｔｉｖｉｔｔ． Ｔｅｘｔｅ ａｕｓ ｄｅｍ Ｎａｃｈｌａｓｓ． Ｚｗｅｉｔｅｒ Ｔｅｉｌ：１９２９—１９３５． Ｈｕｓｓｅｒｌｉ
ａｎａ ＸＶ，Ｉ．Ｋｅｒｎ ｅｄ．，Ｄｅｎ Ｈａｇｕｅ：Ｍａｒｔｉｎｕｓ Ｎｉｊｈｏｆｆ，１９７３，ｓ．１６３．



质、内部传统等。①胡塞尔其实还区分了两种生活，普通老百姓个人在城邦之中

进行的私人生活（ｐｒｉｖａｔｅｎ Ｌｅｂｅｎｓ），然后与此相对应，还有一种是共同体生活

（ｖｅｒｇｅ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ｔｅｎ Ｌｅｂｅｎｓ）。在城邦里面进行的日常私人生活，包括商贸往

来，耕种家庭拥有的土地或者财产，邻里互助等活动，这些活动一般不会涉及法

律事项。②但是，一旦涉及共同体生活，那就必然会涉及和法律相关的事项。比

如，在部落或者村庄共同体之中，宗教和习惯法发挥着重要的调控作用，相当于

现代国家生活中的法律。部落或者村庄之中的宗教团体是一种“有限的宗教”

（ｅｎｄｌｉｃｈｅ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③，主要是基于传统仪式、风俗习惯的统一性，包括各种形式

的习惯法（Ｇｅｗｏｈｎｈｅｉｔｓｒｅｃｈｔｓ）。④而随着政治发展进程的推进，法律规范就是更

高阶的共同体生活的产物，要求共同体成员无差别地遵守。⑤这种共同体生活体

现了一种法律性、规则性（Ｇｅｓｅｔｚｌｉｃｈｋｅｉｔ）⑥，目的是要形成更新、更高阶的统一规

范体系（ｖｅｒｅｉｎｈｅｉｔｌｉｃｈｅｎｄｅｒ Ｎｏｒｍｓｙｓｔｅｍｅ）。⑦因此，从胡塞尔所描述的这种上下等

级共同体发展路径来看，法律、法治和宪政，这些以法律为蓝本的制度安排和设

计，可以被视为政治发展的一个形式化路径选择。⑧

在古代雅典的城邦政治中，其实就已经表现出了对法律的尊重。萨宾认

为，雅典的公民已经能够区分，自己受到别人胁迫或者专断意志的限制，以及自

己所受到的法律的限制，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限制方案，后者必须得到尊重，

它是一种人从内心自愿接受和认同的限制，可以说是一种自我强制，和经由外

界的武力、专断或者暴力而达成的限制，存在本质的区别。⑨从这一点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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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⑥

⑦

⑧
⑨

⑤　 Ｋａｒｌ Ｓｃｈｕｈｍａｎｎ，Ｈｕｓｓｅｒｌｓ Ｓｔａａｔ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Ｍüｎｃｈｅｎ：Ｖｅｒｌａｇ Ｋａｒｌ Ａｌｂｅｒ Ｆｒｅｉｂｕｒｇ，１９８８，
ｓｓ．７５—７６．

Ｅｄｍｕｎｄ Ｈｕｓｓｅｒｌ，Ｚｕｒ 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ｅ ｄｅｒ Ｉｎｔｅｒｓｕｂｊｅｋｔｉｖｉｔｔ． Ｔｅｘｔｅ ａｕｓ ｄｅｍ Ｎａｃｈｌａｓｓ． Ｚｗｅｉｔｅｒ
Ｔｅｉｌ：１９２９—１９３５． Ｈｕｓｓｅｒｌｉａｎａ ＸＶ，Ｉ． Ｋｅｒｎ ｅｄ．，Ｄｅｎ Ｈａｇｕｅ：Ｍａｒｔｉｎｕｓ Ｎｉｊｈｏｆｆ，１９７３，ｓ．４０９．

Ｉｂｉｄ．，ｓ．６００．
Ｅｄｍｕｎｄ Ｈｕｓｓｅｒｌ，Ｚｕｒ 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ｅ ｄｅｒ Ｉｎｔｅｒｓｕｂｊｅｋｔｉｖｉｔｔ：Ｔｅｘｔｅ ａｕｓ ｄｅｍ Ｎａｃｈｌａ． Ｅｒｓｔｅｒ

Ｔｅｉｌ． １９０５—１９２０，Ｈｕｓｓｅｒｌｉａｎａ ＸＩＩＩ，Ｉ．Ｋｅｒｎ ｅｄ．，Ｄｅｎ Ｈａａｇ，Ｍａｒｔｉｎｕｓ Ｎｉｊｈｏｆｆ，１９７３，ｓ．１０６．
Ｋａｒｌ Ｓｃｈｕｈｍａｎｎ，Ｈｕｓｓｅｒｌｓ Ｓｔａａｔ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Ｍüｎｃｈｅｎ：Ｖｅｒｌａｇ Ｋａｒｌ Ａｌｂｅｒ Ｆｒｅｉｂｕｒｇ，１９８８，

ｓｓ．７６—７７．
Ｅｄｍｕｎｄ Ｈｕｓｓｅｒｌ，Ｚｕｒ 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ｅ ｄｅｒ Ｉｎｔｅｒｓｕｂｊｅｋｔｉｖｉｔｔ． Ｔｅｘｔｅ ａｕｓ ｄｅｍ Ｎａｃｈｌａｓｓ． Ｚｗｅｉｔｅｒ

Ｔｅｉｌ：１９２９—１９３５． Ｈｕｓｓｅｒｌｉａｎａ ＸＶ，Ｉ．Ｋｅｒｎ ｅｄ．，Ｄｅｎ Ｈａｇｕｅ：Ｍａｒｔｉｎｕｓ Ｎｉｊｈｏｆｆ，１９７３，ｓ．４２１．
Ｄａｍｉｅｎ Ｋｉｎｇｓｂｕｒｙ，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０７，ｃｈ．８．
Ｇ．Ｈ．Ｓａｂｉｎｅ，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Ｌｏｎｄｏｎ：Ｈａｒｒａｐ，１９６３，ｐ．１８．



在古希腊时期的民主政治里面，法治、正当程序或者宪政的观念，就已经具备了

一定的雏形。①

实际上，柏拉图曾对法律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进行论述。在《理想国》中，

他认为，古希腊的民主政治有其自身的一些缺陷，比如，民众有可能被不理性、

情绪、无知所蒙蔽，从而导致在处理公共事务上出现偏差；而且，他们缺乏必要

的政治经验和知识储备来行使政治的权力；在民主制度中，民众只会把那些善

于对民众阿谀奉承的人捧上权力的宝座，而罔顾他们是否真正有品德、有能力

去执政。相比之下，只有哲学家，因为他们爱智慧、有美德，重视正义以及与正

义相关的光荣，视财富和名声为粪土，因此，他们才是掌握政权最合适的人选。②

后来在《法律篇》中，柏拉图又提到了法律的重要性，用来限定哲人王的权力，这

其实是可以被视为在西方文化价值中对法治这一理念进行关注的较为早期的

文本证据。③

色诺芬曾描述一场针对雅典海军的八位将军的审判，可以被视为对柏拉图

所提出的批评的一个注脚。在这个案件中，尽管雅典海军打了一场胜仗，但是，

许多胜利了的水手却因为被留在残破的小船上而丧生，因此，这几位将军远征

归来之后，就面临着法庭的裁决和审判。由于这一事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政

治家决定通过公民大会来对这些将军进行审判。人们质问这几位将军，为何没

有营救遭遇海难的水手。这些将军都为自己做了无罪的辩护，宣称自己在海战

中把主要精力和注意力都放在歼灭敌人之上，把搭救遇难船只的任务委派给了

其他人，因此，不应该让他们来承担营救失败的后果。在这个公民大会的审判

上，许多舵手和水手都出席作证，证明这些将军的说法是可靠和正确的。在当

时，公民大会上的许多公民都被说服了，认为应当把这些将军当庭释放，但是，

０５１

转型中国的政治发展理论与实践研究

①
②

③

相关评论，参阅 Ｄａｖｉｄ Ｈｅｌｄ，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Ｐｏｌｉｔｙ，２００７，ｐ．１５。
参阅［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１９８６ 年版，第

２３５—２３６页。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比喻那些真正精通政治治理的人为“航海家”，而普通的
民众只是“水手”，治理国家就好比在海上航行，依靠的是航海家专门的技能和知识，是不能遵循

民主机制的。在第 ３３３页，柏拉图提到了阿谀奉承民众的人，会得到民众的欢心；在第 ３１２—３１３
页，柏拉图谈到了哲学家作为执政人选的适当性。相关评论参阅 Ｓｅａｎ ＭｃＡｌｅｅｒ，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ｌａｔｏ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Ｏｐｅｎ Ｂｏｏｋ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２０２０，ｐｐ．１７５—１９０。

参阅柏拉图：《法律篇》第九卷，张智仁、何勤华译，孙增霖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１年版。



由于天色已晚、无法计票，有人提议延期进行投票和决议。散会之后，雅典迎来

了家庭团聚的节日，反对这些将军的人，就安排人员装扮成死者的同僚，在公民

大会上对这些将军做出指控。通过一系列的操纵和煽动，公民大会进行了一次

投票表决，对几位将军判处了死刑。尽管后来公民大会的成员们意识到他们被

人操纵和煽动，是在被蒙蔽和受骗的情况下做出了这个决议，但是，这些将军们

都已经被执行了死刑，此时已是追悔莫及。而那些被指控欺骗了公民大会的

人，后来在雅典内乱之中逃跑了，也没有被公正地审判。通过这样的一个例子，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公民大会进行决议的时候，也会存在一些相应的缺陷，尤其

是在群情激奋的时刻，人们容易受到某时某刻的公共激情所影响，从而做出一

些有悖理智的判断。如果不能够对这种被煽动起来的群众情绪进行某种制度

上的制约，那么，这种政治上的激情，就有可能会在将来的某个时刻成为导致巨

大政治动荡的根源，会是社会和政治不稳定的一个因素。因此，为了防止通过

公民大会大家由于激情而在仓促之间作出决定，古代雅典又设置了一些制约性

的制度安排，在公民大会和法律以及程序之间保持平衡。①

亚里士多德也讨论过法律在政治共同体生活之中的重要性：

由此便涉及法律，因为一种制度或安排就已经属于法律范围了，所以

法治比任何一位公民的统治更为可取。根据同样的道理，即使由个人来

统治更好，也应该使其成为法律的捍卫者和监护者。城邦或国家必须设

置各种官职，但是人们认为，由某一个人来统治与其平等的所有人是不公

正的。在法律未能作出规定的地方，人也同样不可能作出明断。法律教导

人们遵循这一目的，委任各种官员根据其最公正的判断来裁决法律自身未

能涉及的其余事例。此外，人们还完全可以根据其经验修正或补充现存的

法规。崇尚法治的人可以说是惟独崇尚神和理智的统治的人，而崇尚人治

的人则在其中掺入了几分兽性；因为欲望就带有兽性，而生命激情自会扭

曲统治者甚至包括最优秀之人的心灵。法律即是摒绝了欲望的理智……

约定俗成的法规比成文的法规更具权威，所涉及的事情也更加重要，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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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对于这一案例，见 Ｘｅｎｏｐｈｏｎ，“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Ｇｒｅｅｃｅ”，Ｉ．７，ｉｎ Ｃｏｓｍｏ Ｒｏｄｅｗａｌｄ ｅｄ．，Ｄｅｍｏｃｒａ
ｃｙ：Ｉｄｅａｓ 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ｔｉｅｓ，Ｌｏｎｄｏｎ：Ｄｅｎｔ，１９７４，ｐｐ．２—６；相关评论参阅 Ｄａｖｉｄ Ｈｅｌｄ，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Ｄｅｍｏｃ
ｒａｃｙ，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Ｐｏｌｉｔｙ，２００６，ｐｐ．２２—２３。



人治也许比依据成文法的统治更加可靠，但不会比依据习俗的不成文法

可靠①。

在这一段论述中，亚里士多德比较了“人治”与“法治”之间的差异，法律在

亚里士多德看来代表了绝对的理性，摒除了人的欲望和激情，因此，法治就是让

理智来主导我们的政治生活。相比之下，人治则带有更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因为个体总是有七情六欲，这种欲望本身就是“兽性”的一个表现，尽管亚里士

多德并没有对“何为兽性？何为人性？”这一问题展开论述，但是，显然他认为，

如果我们仅仅是遵循我们内心的欲望，失去了理智的引导，那么，人就与禽兽无

异，如果我们遵循激情对我们的指导，那就会沦为兽性的工具。通过对这两者

的对比，亚里士多德推崇法治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并强调，哪怕个人获得官

职、执掌政治权力，也应当视自己为法律的守护者和监护人。

到了中世纪的欧洲，意大利思想家马西利乌斯认为，法律一定要由全体公

民作为一个整体来通过，而不能仅仅寄希望于少数人，比如所谓的“智者”。在

他看来，当所有的公民都聚集到一起的时候，才能更加完整地感知到，什么对于

整个社会而言是公正、有益的，并通过集体意志去实现它。这一点必须是全体

公民才能办得到，如果只是一部分公民，那么，他们所感知到的公正即使有益，

也只会是部分的公正或者对该部分的公民有益，他们想要发动意志付诸的行

动，也只会是片面的。因此，马西利乌斯认为，法律必须是全体公民进行决议制

定出来，才符合最大公正和社会有益的标准。②

对于启蒙时期的思想家而言，他们对法律和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的思考又

推进了一层，他们会往分权的方向去思考。比如，洛克曾经有过一段论述，在他

看来，“如果同一批人同时拥有制定和执行法律的权力，这就会给人们的弱点以

绝大诱惑，使他们动辄要攫取权力，借以使他们自己免于服从他们所制定的法

律，并且在制定和执行法律时，使法律适合于他们自己的私人利益，因而他们就

与社会的其余成员有不相同的利益，违反了社会和政府的目的。因此，在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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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九卷·政治学》第三卷，颜一、秦典华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４年版，第 １１２—１１３页。
参阅 Ｍａｒｓｉｌｉｕｓ ｏｆ Ｐａｄｕａ，Ｔｈｅ Ｄｅｆｅｎｄ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ａｃｅ，Ａｎｎａｂｅｌ Ｂｒｅｔｔ ｅｄ．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Ｃａｍ

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５，ｐｐ．７７—７８。



完善的国家中，全体的福利受到应得的注意，其立法权属于若干个人，他们定期

集会，掌握由他们或联同其他人制定法律的权力，当法律制定以后，他们重新分

散，自己也受他们所制定的法律的支配；这是对他们的一种新的和切身的约束，

使他们于制定法律时注意为公众谋福利”①。洛克认为，如果把立法权和执法权

集中在同一批人的手里，那么，这就很难杜绝这些人以权谋私，制定损人利己的

法律，这相当于“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情形，如此一来，很难避免法律公器

私用，这就违反了当初人从自然状态里面出来、相互订立契约结成政府的初衷。

所以，立法权和执法权要分开，并且，必须保证行使立法权的这些人没有凌驾于

法律之上的权力，他们自己如同其他人一般，必须要受到自己所订立的法律的

约束，和其他公民一视同仁。只有让“切蛋糕”的人没有越过他人、优先选择“蛋

糕”的权利，他们才会老老实实地把“蛋糕”尽量切得公平公正，照顾到所有人的

利益。这样的一种安排，就为一个依法受到限制的宪政政府铺平了道路。②

并且，只有法治才能保证社会的长治久安。洛克认为：

关于立法者由于侵犯人民的财产，从而辜负他们所受的委托时，人民

有以新的立法机关重新为自己谋安全的权力这一学说，是防范叛乱的最好

保障和阻止叛乱的最可靠的手段。因为叛乱不是反对个人，而是反对以政

府的宪法和法律为根据的权威；不论什么人，只要以强力破坏法律并以强

力为他们的违法行为辩护，就真正是地道的叛乱者。因为，人们由于参加

社会和组成公民政府已经排除了强力，并采用法律来保护他们的财产、和

平和他们之间的统一，这时凡是违反法律重新使用强力的人，就是实行 ｒｅ

ｂｅｌｌａｒｅ（造反）———即重新恢复战争状态———而成为真正的叛乱者。握有权

力的人（由于他们享有权威的借口、他们所具有的强力的引诱和他们周围

的人们的谄谀）最容易做这样的事，因此防止这种弊害的最适当的方法，就

是向那些最容易受到诱惑去犯这种错误的人指出其危险性和非正义性。③

３５１

西方文化价值与政治发展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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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洛克是承认，如果立法者侵犯了人民的财产、权利和安全，那么，人民有

权通过设立新的立法机关来保障自身的财产和人身安全。只要全社会的公民能

够继续信任法律，相信可以通过宪法和法律来保障自己的安全，那么，这可以切断

人民通过诉诸武力来解决与国家（尤其是政府部门或者立法者）的争端的可能性，

从而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正是基于同样的考虑，罗尔斯认为，一个公民会对立

法与社会政策中正义与否做出判断，他知道他会与别人意见不合，尤其是信仰与

利益不同的时候。并且，公民需要判断，何种宪政安排来解决观点之争才是正义

的。在罗尔斯这里，政治进程被想象成是选民及其代表把观点输入进去的一台机

器，由此产出社会政策。而政治发展，其实就是在于，公民要考虑如何把这台机器

设计得更加公正，因此一个正义的构想，不光要看法律与政策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同时还要观察，它的程序如何选择政治观点并将之立法。上述的判断可以帮助公

民来做出一个是否遵守现有法律的决定。公民在接受了立法以及一些传统的程

序（如多数制）之后，基于政治进程的不完美性，他要能够判断，什么决定或立法

是他能接受的，什么是要反抗的，即他有能力决定义务与职责的根据与限度。①

从政治发展的角度来看，这种做出接受还是反抗的判断，正是制度发展的动力

和源泉。如果制度不能发挥作用，那公民就会发动起来，要求进行改革。所以，

西方公民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改革和做出变革，能够顺利地去推进那些

基本价值理念，老的社会制度要进行改革，这样才能和新理念和谐共处。②

因此，从政治发展的角度来看，宪政和代议制民主是西方社会在制度层面

上所推崇的文化价值理念。在古代雅典，全体公民所组成的最高权力机构（即

公民大会）行使最高的统治权，重大的公共事务必须提交公民大会进行讨论和

投票表决。尽管人们会力求在重要事项上能够达成一致的意见，但是，考虑到

个人在理念和利益上可能存在的冲突，对于难以达成一致意见的重大问题，公

民大会也是允许按照多数原则来进行投票。③由于公民大会比较庞大、人数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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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因此，古代雅典又另外创立了一个由 ５００ 人组成的评议会来进行议题设定、

议案的提出，并且，还有一个 ５０ 人委员会，上面设置一个轮流执政的主席。①而

到了中世纪，西方社会就逐渐建立起宪政的传统，通过成文或者不成文法来约

束政府，强调非经人民的同意不得统治，行政首长必须通过民主的方式，为自己

的执政获得民主合法性，并且要对一个经人民选出的代议制立法机构负责。而

议会式民主主要是从中世纪君主和贵族、高级神职人员以及商贾阶层的相互牵

制中发展而来，因为君主需要征得后者的同意，才能就战争、征税以及其他公共

事务做出决定。英格兰在议会式民主以及有限和法治政府这两点上堪称典范。

在盎格鲁 撒克逊普通法传统、封建遗产、天主教的基础上，英格兰建立起一整

套的制度，早在 １２１５年，英国的封建贵族阶层就联合起来迫使君主签订了《自

由大宪章》。②这一宪章所体现的有限政府和宪政的思想，仍然在深刻地影响着

西方社会。③

与西方社会中法治和宪政文化价值相伴随的，还有正当程序（ｄｕ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ｌａｗ）这一观念。正当程序的概念主要是从自然法和基督教而来，认为人人天生

就拥有尊严和天赋的权利，如果没有通过一个公开、透明、正当的程序，则无人

可以剥夺这些天赋的权利。按照邓恩的说法，正当程序是罗马法和英国普通法

中的重要原则，以正当程序来保证官吏不能恣意妄为，必须公正地施行法律，遵

守相应的规则、准则。正当程序在各国会有不同的体现，比如在普通法体系中

表现为陪审团审判、证人证言、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据、对抗制，等等。正当程序

就是希望保证哪怕社会千变万化，法律都能保持一致性、稳定性，按照先前的判

例和与自然法保持一致的方式继续发挥其影响。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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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结　 　 语

本文从亚里士多德的视角对政治及政治发展进行了说明，并在此基础上提

出了“目的—手段—形式”的三元结构，讨论了西方文化价值和政治发展之间的

关系。如表 １所示，最左边的一栏代表了这个三元结构里面的各个方面，右边的

两列则分别对应了相应的政治发展维度及其所体现的西方文化价值。

表 １　 “目的—手段—形式”所对应的政治发展与西方文化价值

维度 政治发展的内涵 所体现的西方文化价值

目的 公民平等参政 形式平等、个人主义

手段 公民参与政治商谈 沟通理性、程序正义

形式 官僚制、规章制度的建立 法治、宪政、代议制、正当程序

　 　 从表 １可以看出，首先，在“目的”这一维度上，对于西方文明而言，个体存

在于世间的目的，就是个体本身。个人存在的主要目的，就是更加圆满地去实

现相应的文化价值观，比如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人作为政治动物”的这一价值

观。对个体成就的衡量，可以是看他是否成为一个“更好的人”，生活在一个“更

好的社会”之中，过着一种“更加圆满”的生活。①在涉及政治性的维度上，那就

是个体能够真正地参与到公共的政治生活当中去，对公共事务表达自己的意

见，以共同体的成员身份参与政治决议。因此，为了让个体能够实现这一目的，

政治发展的要求，就是一方面，要帮助个体提升参政议政的能力，而另一方面，

就是创造条件，让人人都可以平等地享有参政议政的机会。因此，这一政治发

展的过程，集中体现在不同时期、西方社会对平等的不同定义和解读之中。从

最早的古希腊民主制度仅限“自由人”参与，到中世纪的贵族主导的政治活动，

再到启蒙时期资产阶级的兴起，最后到近现代思想家在平等这一维度上扩展到

全体公民的努力，这样的一个政治发展历程，体现了形式平等和个人主义在西

方文化价值中的重要地位。反过来，这些基本价值观又推动着西方社会在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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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维度上反思已有的成就，制定新的政治发展蓝图和路线。

其次，在“手段”的层面上，政治性主要涉及的是人如何去参与政治商谈，也

就是阿伦特所说的，人如何在公共领域中“露面”，通过“言说”来达到政治参与

的目的。①因此，在这一层面上我们对政治发展的评价，就是看一个社会如何去

培养个体的理性沟通、辩论和商谈的能力。哈贝马斯对西方社会的历史政治学

梳理，可以帮助很好地理解在西方的公共生活中，沟通理性这一文化价值是如

何一步步地在西方社会中得以发展壮大。经由沟通理性，人们也注重程序对于

公共生活的形塑和结构化作用，因此，程序正义这一价值观得以在西方文化中

树立并被保存下来、传承至今。反过来，沟通理性和程序正义又推动着人们对

已有的政治商谈进行改革和推进，以便更好地服务于公民参与政治生活中对公

共事务的商谈和辩论。

最后，在涉及“形式”之时，本文所关心的是，政治性体现在西方社会创建了

何种制度、做了哪些建制化的努力和安排，来保证公民平等参政议政这一目的

的实现。我们对政治发展在这个维度上的评价，就是看人们所创建的制度安

排、设计和框架，是否有助于“公民平等参政议政”这一目的。这个过程所体现

的西方文化价值主要包括法治、宪政、代议制和正当程序，主要是通过法律和制

度安排等一系列形式，来保证公民参政议政不会受到政治权力、利益集团或其

他群体的阻挠。同时，当公民的意见和对利益的理解出现不同看法时，也需要

有一套制度的安排，来解决这些因为看法分歧而导致的争端。因此，这些西方

文化价值，其实也是上述平等和沟通理性这两个价值维度在制度层面上的进一

步细化和呈现。西方社会的政治发展，逐步积淀出了法治、宪政、代议制、正当

程序等文化价值理念；反过来，这些价值理念，也会让不同的社会和政治力量，

在已有的框架内进行博弈，保证社会的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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